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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回顧台灣勞工運動在解嚴後的發展軌跡，指認出兩條相互衝

突、有時又能合作的運動路線。由於民主轉型與勞動法改革所開啟的政

治空間，參與國會遊說與勞資政三方協商機制 (tripartism) 等此類體制內
策略，成為主流勞工運動越來越採行的方式。然而，體制外的勞工運動

勢力質疑這種方法，認為容易流於妥協，無法真正為勞工階級爭取應有

的權益。本文指出運動策略的分歧反映出台灣勞工階級內部的分化，也

就是說，享有工會保護的勞工和較弱勢的勞工（例如外籍勞工、關廠勞

工和兼職勞工）之間的差距逐漸擴大。追根究柢而言，台灣勞工運動的

案例顯示，社會運動與工會仍是兩種相互對立的組織方式，所謂的社會

運動型工會 (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是很難長期維繫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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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hapter offer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labor movement as an evolving dialogue and conflict between two 
tendencies. Due to democratization and liberal labor law reform, the 
usage of institutional tactics in the form of parliamentary lobbying and 
tripartite participation became the movement’s mainstream strategy over 
the years. This current, however, was periodically contested by the radical 
wing, which relied on extra-institutional social movements. This divide 
reflected an organizational division within Taiwan’s working class, that 
is, the growing gap between unionized workers and marginalized workers 
(foreign workers, laid-off workers and part-timers). While the contention 
between the two streams might seem irreconcilable, I argue there have 
been possibilities for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Finally, this chapter 
also concludes with a reflection on Taiwan’s economic sociology and its 
relation to labor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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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勞工與經濟社會學

經濟社會學探討生產、交易、消費等經濟行動如何附著在既有的各

種社會關係之中，而這些社會條件又如何使得經濟行動成為可能。一般經

濟學通常只看重市場機制的運作，而市場取決於供給與需求兩股力量的抗

衡；相對於此，社會學往往認為由不同行動者所交織而成的社會關係扮演

至關重要的角色，有時候促成市場機制的運作，也有時候修正了市場運作

的可能後果。誠如 Neil Fligstein and Luke Dauter (2007: 8) 所指出，市場社

會學 (sociology of markets) 的核心意圖是將社會理論導入經濟領域，關注

「社會生活如何影響公司、市場與產業」。

在 Mark Granovetter (1985) 的 經 典 論 文 中，「 鑲 嵌 性 」 

(embeddedness) 被正式提出，成為經濟社會學的核心概念。所謂的「鑲嵌

性」強調，人類的經濟行為受到社會關係深刻的影響，因此，我們不能採

取「低度社會化」 (undersocialized) 的觀念（認為個人行為完全受到自利

動機所主導），而「過度社會化」 (oversocialized) 的觀點（主張個人行為

受到集體規範與價值的引導）亦不可取，因為這兩種看似對立的觀點，都

忽略了社會關係的作用。追根究柢，「鑲嵌性」的討論源自 Karl Polanyi 

(1944) 的啟發，他在《鉅變》一書中考察被兩次世界大戰所蹂躪的歐洲社

會，發現經濟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自我調節市場」 (self-regulated market) 

觀念，是導致人類災難的源頭。 Polanyi 主張，經濟學家所假定的「人類

交易天性」並不存在，也不是促成市場出現的關鍵。從歷史上來看，能夠

調節供需的市場經濟之所以出現，是立基於許多社會條件，其中最重要的

包括政府的大力提倡，打破傳統社會封閉且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然而， 

Polanyi 也注意到，如果社會生活完全由供需所主導的社會形態，亦即所

謂「市場社會」 (market society) ，將會帶來巨大的社會災難，因為人類本

來就不是為了有酬勞動才存在，這個道理就如同我們呼吸的空氣、飲用的

水，一開始都不是被販售的商品。 Polanyi 認為，急劇的市場化發展必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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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另一股反制運動，「社會的自我保護」 (society’s self-protection) 將會浮

現，以阻止市場規律的蔓延。

從上述簡要的整理中，我們可以發現 Polanyi 其實同時使用兩種「鑲

嵌性」的意涵。首先，順利運作的市場經濟需要種種社會條件的配合，因

為交易行為不會自動憑空產生，所以需要契約、仲裁與履約保證等一系列

的配套制度。所以，成功運作的市場總是鑲嵌於相應的社會制度或社會關

係，在此稱為 Polanyi-1 命題。但是我們從《鉅變》一書中，可以發現另一

個 Polanyi-2 命題。市場經濟是一個吞噬一切的黑洞，要求所有的生產因素

都要配合無情的供需法則，甚至摧毀原先促成市場經濟出現的社會條件。

所謂的「市場社會」就帶來去鑲嵌化，結果就是各種各樣的反制運動，無

論是右派的民族主義動員、侵略與掠奪，亦或左派的國有化或是社會福利

體制。誠如 Fred Block (2003: 297) 所指出的，《鉅變》的論證其實充滿了

內部緊張，一方面，「市場經濟的鑲嵌性是正常的與必要的，如此市場經

濟才能正常運動作」；另一方面，「保護性的反制運動嚴重威脅市場的自

我調節之運作，導致越來越嚴重的危機」。簡單來說， Polanyi-1 命題主張

「經濟行為總是附著於社會條件」，而 Polanyi-2 命題則強調「經濟行為所

帶來的社會危害」。

對於 Polanyi 本人而言，這兩個命題的矛盾隱而未顯，一部分原因來自

於他所堅持的「雙重運動」 (double movement) 觀點：歷史的趨勢是市場經

濟越來越脫離社會條件；但是受到傷害的社會會試圖自我保護，限制供需

法則所帶來的威脅。「自我調節的市場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utopian) ，其進

程受到基於現實的 (realistic) 社會自我保護之限制」 (Polanyi 1944: 141) ，

「正是因為這樣的市場有可能摧毀社會，社群的自我保存行為就是要阻止

這種市場的形成，或者阻止其自由運作」 (Polanyi 1944: 201) 。因此，許

多評論者都指出 Polanyi 將整個社會視為一個行動者，有能力立即採取修

補損害的行動，似乎是立基於某種背離現實的功能論預設 (Burawoy 2003: 

253n12; Block and Somers 1984: 71; Dale 2012: 10) 。

然而，在晚近的經濟社會學研究中， Polanyi-1 命題顯然占據主導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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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從 Mark Granovetter  (1985) 的奠基性討論以降，研究者的注意力就放

在引導或促成經濟行為與市場交易的社會條件， Polanyi-2 命題所關注的市

場危害、社會自我保護等現象，往往不是經濟社會學家所關注的議題。換

言之，經濟的鑲嵌性成為研究重點；市場經濟所帶來的去鑲嵌化，以及所

引發的社會反彈，卻輕率地被忽略。1

承襲英語世界社會學的台灣，自然而然沿襲這樣的偏視毛病。本土的

經濟社會學家分析的行動者，通常包括國家官員、企業、家族、專業人員

等，卻鮮少將勞工納入考察的對象。事實上， Polanyi 明確地指出，勞動、

土地、貨幣容易淪為某種「虛擬的商品」 (fictitious commodity) ，強行將

其納入供需法則將會帶來勞動剝削、環境污染與金融炒作等弊端。因此，

台灣累積相當豐碩的勞動社會學研究成果，其中大部分作品專門考察勞動

控制 (labor control) 的研究問題，也就是說，雇主如何極大化剩餘價值的占

有（謝國雄 2008）。事實上，勞動控制的提問並不是與社會鑲嵌性完全無

關，許多既有的研究也指出，農民的家庭會計觀念、家族網絡、同鄉鄰里

關係、性別文化、鼓勵小頭家創業的產業結構等因素，都曾使台灣勞工甘

願承受高度剝削的生產體制。儘管如此，大致上而言，經濟社會學與勞動

社會學在台灣仍缺乏共同焦點與對話，導致經濟社會學不關心勞工的集體

行動如何重新形塑既有的經濟體制，而勞動社會學也鮮少探討特定勞工控

制策略所鑲嵌的社會條件。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勞工在經濟社會學考察中的缺席，反映了台灣

勞工運動目前所處的邊緣化情境。以 2014 年的太陽花運動為例，引爆這

項前所未有的抗爭行動是極具爭議性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其中對於中國

1  事實上，晚近的勞動研究者與馬克思主義者反而更重視 Polanyi-2 命題的潛力，尤其
是當前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的市場化，已經帶來巨大的影響與抵抗。 Fred Block and 
Margaret Somers (2014) 認為， Polanyi 提供我們批判當前市場基本教義主義 (market 
fundamentalism) 的思想源頭，能解釋各種極左與極右的運動風潮。 Michael Burawoy 
(2013) 指出， Polanyi 所提出的雙重運動觀，可以用來修正馬克思主義，以理解 1970 年
代以降的「第三波市場化」及其反抗勢力。 Beverly J. Silver (2003:16-20) 主張，馬克思
主張的勞工集結以爭取新權利，只是一種勞工抗爭形態；另一種所謂的 Polanyi 式抗爭，
即是勞工試圖維持他們的生計，避免向下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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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的自由化與開放，衝擊六百多萬服務業勞工的生計與經濟安全。然

而，抗爭的主要參與者卻是學生與年輕世代，當「罷課」的訴求在全台校

園獲得廣大回響，「罷工」卻沒有獲得勞工響應。在占領立法院 24 天的過

程中，體制外的勞工運動團體（例如台灣勞工陣線、全國關廠工人連線）

積極參與，也有若干地方總工會發出支持聲明，然而享有廣大組織與資源

的工會，卻沒有大規模動員會員的行動。甚至，在太陽花學運落幕後，全

國產業總工會（全產總）曾經一度不參與五一勞動節遊行，宣稱的理由是

「學運反服貿議題持續發酵」。換言之，全產總將太陽花學運當成威脅，

而不是追求勞工權益的契機。

事實上，台灣以往的勞工運動並不是如此地消極與無為。在 1987 年解

嚴之後，來自基層勞工的抗爭風潮曾有一度引發官員與資方的緊張，強烈

衝擊到既有的經濟體制。然而，從晚近三十年後的發展來看，這股力量顯

然削弱許多，喪失以往的挑戰性格。在台灣的情境下，勞工是否構成經濟

社會學中有意義的範疇？本土的經濟社會學家是否應更重視其行動？本文

認為我們可以先暫時擱置這些本質性爭論，而著重於歷史過程的分析，探

討勞工在過去的運動歷程中到底如何影響既有的經濟體制。

從全球發展來看，勞工抗爭是伴隨第三波民主化發生的現象 (Adler and 

Webster 1995; Collier 1999) 。隨著威權主義的解體，勞工階級不僅努力改

善自身的階級處境，也試圖獲取政治權利。觀察者指出，在巴西 (Alexander 

2003; Keck 1995; Parker 1994) 、南非 (Seidman 1994; von Holdt 2002) 、南

韓 (Koo 2001) 等國家，民主轉型的經歷都促成十分接近的勞工運動樣貌。

「社會運動型工會」 (social movement unionism) 特指一種更廣泛的運動信

念，不只將勞工視為工會成員，同時也是社區居民和公民；因此，勞工運

動需要支持反威權抗爭，並且與其他的社會運動結盟，共同推動勞工各方

面的權益。這很明顯不同於那些先進國家中的高度建制化工會，不只狹義

關注勞工的會員權益；因此，在這樣的進步性運動信念下，勞工追求自身

階級利益的同時，也推動了進步性改革。

雖然國際研究文獻中並不常提到台灣的個案，但是從一黨獨大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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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主義轉型到自由選舉民主制度的過程中，台灣見證了類似形式的勞工抗

爭。 Kim Moody  (1997: 28) 考察調查二十世紀末全球勞工運動的研究發

現，儘管政府強硬控制工會體系，台灣勞工運動仍十分接近社會運動型工

會的形態。在台灣勞工運動的研究文獻中，大多數作品都只關注八○年代

末期勞工運動的興起 (Chu 2003; Chu 1996, 1998; Ho 2003; Huang 2002; 

Hsiao 1992; Sen and Koo 1992: 63) ，九○年代以降的發展很少受到重視。

除了少數例外 (Chiu 2011; Ho 2006a, 2006b; Lee 2006, 2011) ，很少有研究

分析勞工運動的後果，尤其是對政策的影響。

本文簡要說明過去三十年來台灣勞工運動的軌跡，試圖填補過去研

究的空白，尤其關注其中的內部緊張關係。台灣勞工有許多不同策略，可

以用來改變其從屬狀態：他們可以使用體制內途徑，像是國會遊說和其他

政策參與的正式管道，亦或使用體制外的方法，像是街頭抗爭和罷工。以

往，由於民主化和勞動法改革，勞工運動聚焦於體制內行動，逐漸拋棄初

期的激進主義，如此一來逐漸流失其政策影響力。儘管如此，那些被主流

工會領袖所忽略的邊陲勞工（例如關廠勞工、外籍勞工和兼職勞工）所

推動的體制外抗爭行動，卻成功取得原本無法從體制內策略所爭取到的權

益。換言之，台灣勞工運動體制內和體制外傾向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

辯證關係。

台灣的例子顯示社會運動路線（體制外）和工會路線（體制內）之

間，存在根本的緊張。可以這樣說，體制外路線採取街頭抗爭，體制內路

線則以協商為主，無論是政策議題的政治協商，亦或廠場層次的勞資協

商；當然這樣的區分是相對而言，並不是絕對的。雖然社會運動型工會的

概念鼓舞了全球的工運分子，但要在實際運作中將這兩種不同的傾向結合

起來，仍是艱鉅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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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主工運的興起（1984-1989年）

台灣勞工運動誕生自民主轉型過程中的艱苦鬥爭。對勞工政治而言， 

1984 年有以下兩個面向的意義。首先，因為美國抨擊台灣的貿易順差，國

民黨政府不得不改善勞工保護的法律架構。事實上，從美國角度來看，提

升台灣的勞動成本會削弱勞動密集出口產業的競爭力（鄭為元 1985）。

〈勞動基準法〉的實施雖然不是勞工自己爭取來的，但台灣勞工階級在工

作時數、加班費和退休金方面的法律規範都獲得重大保障。為了安撫企業

的反彈，勞基法的規定並沒有完全落實，違法情事依舊普遍存在，只有少

部分勞工真正享受到這些權益。儘管如此， 1987 年解嚴之後，法律承諾和

實際勞動條件之間的差距，仍引爆第一輪的勞工抗爭。

另一方面，戰後第一個勞工運動組織「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簡稱

勞支會）在 1984 年成立。由知識分子所主導的勞支會，十分類似波蘭勞工

保衛委員會 (Workers’ Defense Committee) ，同樣都是政治反對運動的一部

分 (Ost 1990: 70) 。不少勞支會成員後來成為民主進步黨（簡稱民進黨，成

立於 1986 年）的重要政治領袖。如同組織名稱所示，勞支會起初旨在提供

免費的勞工法律諮詢，然而，在勞工抗爭猛烈爆發後，勞支會的角色轉化

成更積極的領導抗爭。

1988 年春節出現解嚴後的第一道工潮，勞工發動自發性的罷工和停

工，訴求提高年終獎金。此後，勞工又要求落實勞基法的權利保障，發動

一波所謂的「自主工運」。「自主」意味新生的勞工抗爭，不同於國民黨

控制下的閹雞工會。因此，自主工運並非政治中立，反國民黨的情緒已瀰

漫於工運領袖之間 (Ho 2014a: 151-156) 。除了經濟訴求之外，勞工也試圖

組織自己的工會、掙脫現有工會的控制。2 同樣地，這是另一個法律和現實

2  2010年〈工會法〉修訂之前，政府只認可兩種工會，超過 30 名員工的工作場所可以成立
「產業工會」，規模比較小的工作場所或自雇者，可以成立「職業工會」。由於只有少數
職業工會參與勞工運動，本研究只聚焦於產業工會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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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差。在威權主義時代，雖然國家聲稱勞工有權利組織工會，但政府卻

能肆意地扼殺所有由下而上的努力，導致工會受制於國民黨黨國體制的控

制，無法確實回應底層勞工的訴求。

在經濟快速成長時期，台灣勞工看似高度順從，以至於對政府官員與

企業主而言，自主工運在解嚴後立即爆發，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進一步

來說，勞工抗爭和政治反對運動在時間上的偶遇，意味這股新興的社會力

量極易轉向政治化。 1986 年民進黨成立、 1987 年工黨成立，緊接著 1989 

年勞動黨成立。儘管工黨和勞動黨一直到九○年初期之前，仍持續參選，

但持續的選戰失利使他們在民主運動和勞工運動中，都無法和民進黨爭奪

領導的地位。這種情況在 2000 年民進黨成為執政黨後，幾乎就大局已定，

台灣並沒有出現強而有力的勞工階級政黨。

勞工抗爭是台灣新興公民社會的一支，當時其他社會抗議潮流也誕生

於相似的時空脈絡。不過，因為早期的勞工抗爭聚焦於工作現場，相較於

其他公民社會部門，台灣的勞工運動在當時顯得只關心自我利益，而勞工

抗爭在地理上的去中心化，又強化了這種與外界隔絕的傾向 (Liu 2011: 25-

26) 。除了知識分子領導的勞支會、勞動黨，或是少數具有運動意識的工會

領袖，大多數自主工會很少涉入與勞工無關的議題。通常是工會運動獲得

其他運動的幫助，而不是工會去幫忙其他運動。

事後看來，台灣勞工運動的第一階段可以用「依法抗爭」一詞來概

括。這樣的運動策略聽起來可能簡單，但實際上勞工只能採取體制外的方

式，來保障他們法律上的權益。

三、鎮壓和策略轉向（1989-1992年）

一開始，國民黨政府算是寬容對待新生的工運。為了化解勞工日益高

漲的不滿，政府迅速在 1987 年成立部會級的勞工委員會（勞委會），然

而，企業的批評聲浪高漲，甚至威脅要撤銷新投資項目，讓國民黨政府斷

然轉向鎮壓。 1989 年 5 月，政府派出鎮暴警察鎮壓遠東化纖罷工，威嚇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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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和其運動盟友（趙剛 1995）。此舉不只殲滅一個當初最活躍的工會，政

府也首度起訴工運分子，有十人遭到判刑。

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長期間（1990年 5月至 1993年 1月），約束這些

「過於激進」的勞工抗爭成為政府主要目標。郝柏村誓言以「治安內閣」

名義，重建「失去的公信力」，並稱社會運動分子為「流氓」。在 1991 

年，一名工運領袖因為協助關廠女工抗爭，被判一年十個月有期徒刑，很

明顯地，如此嚴厲的判決是為了打擊抗爭勞工。企業主利用這股鎮壓的形

勢，將工會領袖們一併開除。 1990 年 1 月，大同公司解僱工會幹部，同時

派出拆除大隊破壞工會辦公室，聲稱該空間要挪作其他用途。許多新生的

工會遭到打壓，估計約有 200 名以上的工會領袖被資方解雇， 1989 年至 

1993 年間，有 20 名以上的工運分子被判刑（邱毓斌 2010: 105）。

官方和資本家的聯手鎮壓，對後續的勞工運動留下深遠的影響。許多

活躍的工會，尤其是民營企業的工會，喪失了前幾年好不容易獲得的自主

性，再也無法恢復活力。在八○年代末期，罷工是勞方抗爭常見的手段，

目的在於要求更好的待遇，在此之後罷工幾乎消聲匿跡。3

最後，政府還打算透過修訂勞動法律，直接瓦解 1987 年後勞工運動

的法律基礎。當勞工屢屢採取行動訴求落實法律權利之時，政府官員認為

正是現存法規「對於勞工太友善」才誘發勞工運動。 1990 年時，政府對

罷工的法律程序與適用時機做限制性的修法，並取消強制入會的規定，

讓工會會員資格變成「自願性」。兩年後，在國民黨版〈勞動基準法〉修

正案中，對超時、退休福利和工作時數的規定都倒向資方（謝國雄 1997: 

281）。

面臨勞工保障的倒退，台灣的工運分子將抗爭焦點從場廠層級提升到

法律層級，這樣的轉變可稱之為「修法抗爭」。 1990 年，工運組織聯合提

倡修法。隨著政策議題的出現，工運越來越依賴國會遊說，也離體制外策

3  以台灣工運的用語來說，「罷工」涵蓋了各式各樣的抗爭行為。嚴格來說，應該是指勞工
和主管人員協商的過程中不提供勞動服務，但台灣運動人士常常將「罷工」一詞，用在關
廠勞工占領工廠，向雇主要求資遺費及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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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越來越遠。

四、採取體制內路徑（1993-1999年）

民進黨 1992 年在立法院囊括三分之一的席次， 1993 年縣市長選舉結

果也差不多，此結果鞏固民進黨在台灣政治版圖的地位。反對黨席次的成

長有助於提升台灣工運的政治影響力，進而有利於採取體制內的路徑。

1992 年，立法院首次全面改選。國民黨鑒於下修勞動保護標準的機會

渺茫，便撤回草案。接下來幾年，立法院成了以下政策議題的重要戰場：

（一）全民健康保險費用比例

1994 年，當國民黨政府正籌備國民健康保險的新制度時，試圖調整

雇主和受雇者負擔的保費比例。在原先的勞保中，雇主必須負擔 80% 、受

雇者負擔 20% ，國民黨提議修正為各負擔 60% 和 40% 。〈全民健康保險

法〉在立法審查期間，工運團體成功阻止這項不利於勞工的修正案，最後

的版本是雇主負擔 70% 、受雇者負擔 20% 、政府負擔另外的 10% 。

（二）勞動基準法擴大適用

1984 年制訂的〈勞動基準法〉只涵蓋藍領勞工，雖然承諾要擴大適

用範圍到服務業，卻一再延宕時程。銀行員工會是要求擴大適用的主力，

在 1996 年，國民黨未能履行修訂勞基法的承諾，勞委會主委在銀行員抗議

下下台。最後，政府和勞工終於達成協議，企業在計算工作時數時可以有

更多的彈性，以降低勞動成本；另一方面，超過兩百萬以上的白領勞工於 

1996 至 1998 年間，逐一納入勞基法的保護範圍。

（三）民營化和產業民主

八○年晚期，國民黨以新自由主義的處方，提出國營事業民營化政

策，此舉使各個國營事業工會採取更激化的行動來保護自身權利。 1995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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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間，電信總局（後改制為中華電信）的民營化爭議，在立法院激烈

交鋒。儘管電信工會未能阻止國民黨的民營化決定，但確保國會對「產業

民主」的支持：國營事業（即政府占有 50% 以上股份的事業）董事應有五

分之一保留給勞工。在 2000 年，這項規定成為法律條文，開創台灣國營事

業必須設置「勞工董事」的產業民主制度。

（四）性別平等

兩性工作平等和反歧視的立法，主要由婦女運動團體提倡，而非來自

男性主導的工運團體。早在 1989 年，由婦女新知所提出的性別工作平等草

案便獲得跨黨派立委支持。勞委會在 1994 年提出官方版本，引起資方「過

度保護女性」的質疑與抵制。之後，國民黨政府無視勞工運動的抗議，將

此草案撤出立法院議程。最後，在民進黨政府的支持下，〈性別工作平等

法〉在 2002 年正式通過。

（五）工會體制的改革

台灣的工會法律框架起源於 1929 年，當時國民黨與共產黨在中國各

城市激烈鬥爭，試圖取得新興的勞工運動之領導權。將「產業工會」限縮

在廠場的層級、禁止多元或平行工會、強制入會等規定，都迫使工會順從

黨部的控制。不過，隨著台灣基層工會取得自主權，這些限制早就顯得過

時。在勞工運動的壓力下，勞委會曾起草數個修正案作為回應，但是國民

黨政府並不支持這些自由化改革，勞工本身的力量也不足以撼動體制。雖

然民進黨政府試圖提倡〈工會法〉改革，但由反對黨占多數的立法院並不

支持。後來等國民黨贏回政權後， 2010 年〈工會法〉修正案終於通過，正

式打破廠場工會的限制。

在 2000 年之前，為了逐步推動修法，台灣勞工運動必須依賴民進黨的

政治人物，儘管這些政治人物並非一直與勞工站在同一陣線。上述說明顯

示勞工在國會遊說時，其政治力受到許多限制。勞工要積極動員才能避免

不利的改變（例如健保保費比例），想要爭取特定的目標，往往得妥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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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付出其他代價（例如勞基法的擴大適用、產業民主）；而且，事後證明

他們不可能憑自身力量達成修法的目標（例如性別平等、工會法修正）。

如果說立法的鬥爭代表九○年代台灣工運的第一項體制內策略，第二

項即是著手組織新的工會聯盟，而這個策略同樣也仰賴反對黨政治人物的

支持。

在戒嚴時期，國民黨採取國家統合主義 (state-corporatism) 的架構，將

工會納入控制之下。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都必須加入政府唯一認可的全國

總工會 (簡稱全總 )之下的縣市級總工會。下屬工會必須向全總繳交會費，

但全總和地方總工會卻無法回應他們的需求。一旦工會有了自主性，這些

工會領袖便會撼動全總的獨占地位。此外，全總的代表制結構傾向相對保

守的職業工會，他們雖然個別規模不大，但是工會數目卻比較龐大。國民

黨政府為了抑制那些活躍的產業工會，放寬職業工會成立，如此一來使得

產業工會更能在全總架構下取得主導權。

在九○年代初期，工會領袖發現一項可以運用的法律規定。儘管所

有工會都被要求加入地方總工會，但法律條文對於產業工會是否能獨立組

織地方總工會，而排除讓職業工會加入，卻沒有明言禁止，於是台灣自主

工會掀起脫離總工會的浪潮。理論上，只要他們可以在該縣市中取得三分

之一以上的產業工會同意，地方政府就必須承認他們是該縣市的產業總工

會，有權獲得政府的補貼和參與政策決定。實際上，由於全總長期以來受

國民黨扶植，另類的總工會運動很難獲得國民黨地方執政首長的接納。

1994 年，台北縣產業總工會得到地方政府的承認，創下了先例。台南

縣、高雄縣、宜蘭縣、台北市、高雄市、新竹縣、苗栗縣和台中市相繼複

製這項成功經驗。 2000 年政黨輪替前，總共有九個縣市級產業總工會成

立。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七個是在民進黨執政的縣市獲得許可，只有兩個

例外：苗栗縣當時由無黨籍縣長執政，而產業工會密集的高雄市，國民黨

執政者也難以忽視他們的要求。

台灣另類的總工會運動自地方起家，這一點可以與日本、韓國的工會

運動相比較，因為這兩國工會的區域聯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南韓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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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工運風起雲湧之後，出現了 11 個以區域為基礎的工會組織，以協調跨廠

場層次的勞工抗爭 (Koo 2001: 176-177) 。早在五○年代，左翼的日本勞動

組合總評議會（簡稱「總評」，Sohyo）的區域層級組織，也曾積極推動工

會組織的擴張，並且參與各種社會抗爭 (Price 1997: 149) 。相較之下，台灣

的地方產業總工會較少與其他社會運動部門結盟，顯得較為消極。有兩個

理由可以解釋，為何台灣產業總工會較為被動的角色。首先，他們的存活

倚賴政府的認可，公部門提供資金補助或是辦公室，這樣的政治依賴必然

壓縮活動的空間。4 再者，至少在 2000 年以前，籌組工會、運動相關的抗

爭，主要是由勞工 NGO 來發起的，除了少數的例外，地方產總並不是特別

積極。5

最初，國民黨政府反對另類的總工會運動，勞委會對於縣市級產業總

工會自外於全總框架之外的合法性，提出反對的法律解釋。6 由於頒發地方

層級產業總工會的證書之權掌握在縣市政府手中，友善的民進黨政治人物

成為對抗國民黨阻撓的關鍵力量。必須強調的是，民進黨對另類工會的支

持，並不完全來自於支持勞工運動的立場。由於全總和其縣市級總工會，

是國民黨動員勞工選票的政治機器，民進黨人傾向支持敵人的敵人，也是

一椿政治划算的交易。

在 1998 年，這些新成立的縣市級產業總工會聯合起來，企圖推動全國

產業總工會（全產總）的合法化。一直到 2000 年政黨輪替前，國民黨依舊

堅持維持全總的壟斷性特權，拒絕承認另一個全國性的總工會。然而，全

產總在民進黨執政後，終於獲得承認。

上述分析符合 Yoonkyung Lee (2011: 146) 的觀察，無論是地方或是中

央層級，台灣勞工運動與民進黨的結盟，「即是選擇一種有效的方法，彌

補他們的組織弱勢」，因此，勞工「透過政治盟友，獲得參與制度性政治

的進路」。7

4  關於九○年代中期起各種地方政府的補助，詳見《勞動者》 95(1998年 4月 ): 6-8。
5 例如高雄市產總曾在九○年代末期協助台機關廠勞工的抗爭等。
6 《勞動者》 83(1996年 7月 ): 10-11。
7  在許多層次上，Lee (2011) 的台韓比較研究，解答了兩國的勞工政治為何走向不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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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方協商 (Tripartism) 的實驗
（2000-2012年）

台灣政治上出現首次政黨輪替，終結國民黨五十五年的統治。前所

未有的政治變局，對台灣勞工運動產生直接的影響。以往勞工運動主要由

知識分子掌舵，像前身為台灣勞工法律支援會的台灣勞工陣線（簡稱勞

陣），這些勞工 NGO 藉由工會的勞工教育和提供政策倡議，扮演領導者的

角色。隨著全產總的合法化，工會領袖的角色更重要。作為全國性的總工

會之一，全產總擁有會員、資源、合法性和官方通道，這些都是以前運動

組織所沒有的。工會與工運組織開始出現分化，關係產生逆轉，一位工會

領袖聲稱全產總象徵工會獨立於工運組織之外（張迪皓 2011: 46），全產總

可說代表 2000 年後所採取的體制內運動策略。

台灣勞工政策的決策過程由勞資政三方共構。作為最高階勞工行政機

構的勞委會（2014 年後改名為勞動部），即是納入政府、企業和勞工三方

代表的合議制委員會，組織架構包括管理基本工資、勞工保險、勞工退休

金、勞動標準等等的附屬委員會。全產總獲得法律地位，意味著其工會代

表們獲得官方授權，得以參與這項三方協商的決策管道。上述會議中，全

產總對官員施壓往往最積極。如同一名勞委會官員所觀察到的，包括全總

在內的許多全國性總工會，對官方立場都少有意見，但勞委會主委和全產

總代表則時常上演不同意見的激烈交鋒。8

勞委會及所屬的委員會大多處理例行的勞工行政業務。在重大的經濟

計畫決策上，民進黨政府上台後開啟勞工團體新的參與管道。以前國民黨

路徑的謎團。她點出台灣工運最顯著的特色是「政治途徑」 (political route) ，然而，她
認為「族群不正義」 (ethnic injustice) 有助於鞏固勞工和民進黨的結盟，此一觀點就需要
再斟酌。首先，民進黨對勞工的支持是有條件的、有限的，常常在勞工運動內部產生爭
議。再者，勞工運動反國民黨的情緒（所以態度比較親民進黨）並非單單源自「族群不正
義」，還源自工廠內國民黨的黨國控制經驗。

8  訪談全產總文宣部主任林宗弘（任期 2000-2004年），2004年 1月 31日；勞委會機要張
烽益（任期 2007-2008年），2013年 12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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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邀請企業家、官員和學者（產官學）商討政策議題。在 2001 年的經濟發

展諮詢會議，以及 2006 年的國家永續經濟發展會議上，勞工訴求列入官方

議程，全產總都起了關鍵作用。兩次會議上，全產總的參與從一開始就非

常深入，會議中全產總的代表和場外的抗議群眾裡應外合，向保守的企業

和官僚施壓。

三方協商的制度是否提高勞工的政治影響力？某種程度上，答案是肯

定的。在九○年代，勞工只有在行政部門草案進入國會審查後才能遊說或

抵抗，但在 2000 年後，工會已可以在政策形成的最初階段參與決策過程，

直接和官員們協商，算是進步許多。 2001 年〈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 

2002 年〈兩性工作平等法〉、 2002 年〈就業保險法〉、 2003 年〈大量解

雇勞工保護法〉、 2004 年〈勞工退休金條例〉、 2009 年〈勞資爭議處理

法〉修正、 2010 年〈工會法〉修正，以上法案的共通點就是全產總積極參

與，儘管最後的版本往往不如勞方的原先預期。

儘管如此，三方協商也限制了勞工運動。勞方與官員和企業的協商，

總是需要妥協與讓步。舉例來說，在 2001 年的經濟發展諮詢會議中，為了

確保職業災害保護和關廠員工的權益能進入議程，全產總的代表在以下兩

項議題上對資方做局部讓步。首先，工會代表同意調整外籍勞工的薪資計

算公式。其次，同意資方所提出的勞動力市場彈性化措施，包括取消女性

夜間工作限制，以及放寬變型工時。後來在全產總內部，對於外籍勞工和

女性勞工的妥協也出現批判聲音。9

勞工對政策制定的參與本來就有限制。三方協商機制大多時候都在處

理狹義的「勞工行政」議題，每當出現對勞工階級有廣泛影響的政策變動

時，像是一些明顯具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措施，如國營企業民營化、金融

業改革和降低營業稅和遺產稅，都沒有容納勞工意見的制度配套，全產總

也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對抗既定的財經政策。某種意義上，三方協商將台灣

勞工運動局限在技術定義上的「勞工政策」領域，從而剝奪他們影響國家

9 《全產總工訊》 2（2001年 11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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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決策的潛在可能。

即使是在狹義的勞工政策領域，三方協商所達成的可能只是暫時性妥

協，有時甚至對官員也沒有約束力。一位全產總的資深幹部曾講述一個令

人挫折的經驗，他們在 2001 年極力阻止資方企圖將外勞排除在基本工資之

外的提案，不料在 2006 年又有政府官員提出類似的提案。10 換言之，三方

協商並不是主導勞工政策走向的唯一機制，取得這個領域的入場券並不意

味掌握實際的影響力。

最後，儘管全產總是台灣八○年代末期以降自主工運的繼承者，在既

有的全國性總工會中，是唯一可以貨真價實代表勞工階級發聲，全產總仍

舊要和其他總工會競爭勞委會的席次。技術上來說，全產總是政府認可的

十家全國性總工會之一，要任命哪些總工會或代表來擔任官方委員，勞委

會掌握相當龐大的裁量權。11 勞委會官員可以拿「平衡」作為藉口，拒絕給

全產總任何席次。雖然自 2000 年以來，全產總的理事長就是勞委會（大委

員會）的委員，但勞委會反對在組織章程中加入自動任命的規定，很明顯

是想利用提名權來誘使全產總配合施政。結果，等到 2008 年國民黨重返執

政時，全產總的參與度大幅縮水，親國民黨的全總和其他全國性總工會得

到比較多的關照。自 2012 年起，勞委會就以勞動部改組在即為由，再也沒

有邀請全產總的理事長參與勞委會的大委員會。12 從另一個跡象也可以看出

全產總決策參與地位不保：自從國民黨重返執政，全產總就不曾獲邀出席

有關重大經濟政策的國家會議。在 2012 年的全國產業發展會議上，沒有全

產總或是全總的勞工代表受邀出席。一如預期，資方代表利用此一機會提

出勞動法制彈性化的要求。13

總結來說， 2000 年之後的三方協商決策機制，賦予全產「半個局內

10 訪談全產總白正憲理事（任期 2000-2003年），2013年 12月 17日。
11  就在 2000年全產總被認可不久後，全總內部有大批工會出走以尋求官方的承認。除了全

產總和全總，另外八家全國性總工會是由那些高度重疊的全總會員工會整併而來。許多總
工會似乎沒有實際運作。筆者 2013年 11月 26日的 google搜尋顯示，只有全產總和全總
的官方網站有定期更新。

12 訪談全產總前副秘書長黃吉伶，2013年 11月 28日。
13 《勞動者》 173（1996年 12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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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地位，這樣的設計在形式上使有組織的勞工成為與資方有同等地位

的決策夥伴。對台灣勞工運動而言，這象徵著在九○年代早期出現且成為

主流的體制內策略達到高峰。儘管如此，形式上的參與權力並不能輕易轉

化為實質權力。全產總只能為勞工爭取有限和部分的權利，無力改變民進

黨和國民黨親資方的傾向。

六、體制內策略及其不滿

如上所述，台灣勞工運動在 1989 年至 1992 年的關鍵時期做了策略性

選擇，體制內的國會遊說和協商成為主流策略。雖然在一開始，體制內策

略是以民進黨政治人物的政治支持為前提，但全產總的合法化，使得三方

協商或多或少成為勞工政策決策機制的持久特徵。在 2008 年後，保守的國

民黨重返執政，即使對全產總是較不利的環境，但國家也無法重返以前那

種鎮壓工運，徹底排除自主工會的狀態。

儘管如此，在二十多年的體制內路徑，也出現過一些批評，甚至連全

產總的領袖也充分意識到他們努力的成果有限。體制內策略的後果之一，

就是工會組織和工運之間關係的改變。在進入體制內以前，勞支會／勞陣

的知識分子以他們的法律知識為異議勞工啟蒙，扮演勞工運動領袖的角

色。隨著總工會運動接連在地方與全國層級內取得成功後，工會領袖不僅

變得更加獨立，而且擁有更多的政治合法性和資源。就某個意義上來說，

也連帶將原先 NGO 領導的工運轉變成工會領導的工運。在台灣的脈絡裡，

勞陣、勞動人權協會（成立於 1988 年）、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成立於 

1992 年）等工運組織都是主要倡議團體，他們立基於共同的運動理念，而

不是會員的相同利益。相對於此，工會的根基在於會員，工會領袖需要對

全體會員負責，爭取會員權益。和 NGO 知識分子漸行漸遠的後果之一，是

大部分的工會領袖越來越自外於逐漸壯大的公民社會團體之外，勞工運動

成了更狹義的工會運動。對於建制化的全產總，情況更是如此，儘管每年

仍有相關系所的實習生與畢業生等新血加入，但是會務人員已經不再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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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時期一樣來自於知識分子。在八○年代末期，新興的勞工運動吸引許多

前學運分子參與；然而，目前已經建制化的全產總，卻很難吸引理念型知

識分子的參與。目前，「以運動為志業」的知識分子只在少數仍延續抗爭

路線的工會待下來，例如桃市產總、高市產總、中華電信工會等。但是這

些工會也不見得總是歡迎這些運動者的參與，有時候理事長換人，這樣的

空間就不復存在。

過往的研究指出，建立聯盟 (coalition building) 是全球社會運動型工會

的共同特徵之一 (Frege et al. 2004) ，工會與其他社會運動團體的關係非常

重要。從全產總取得官方認可起，全產總領袖就鮮少關注與勞工無關的事

務，這或許是無可避免的後果，因為參與官方決策會議即占據相當多的時

間與注意力。儘管如此，工會領袖越來越不願意涉入非勞動議題，意味他

們對社會運動的認同明顯減弱。如此一來，勞工運動必然變得更加封閉，

只關注既有的工會會員，以至於犧牲那些沒有參加工會的勞工。當工會會

員集中在特定產業部門時，這種偏誤會更加惡化。

如表 1 所示，台灣的勞工組織力量在 1990 年達到高峰，此後產業工

會數量和會員人數都持續減少。雖然解嚴後給工會組織擴張營造友善的環

境，但政治影響力非常短暫，敵不過後來的產業結構之變遷。勞動力成本

的上升導致製造業移往東南亞和中國。到九○年代初期，自從第三級部門

占 GDP 和就業人口的比例超過製造業部門，台灣進入後工業化時代（林宗

弘 2009: 113）。傳統工會在重工業和運輸業的堡壘持續崩解，服務業、高

科技產業等成長中的部門要成立工會仍舊困難重重，雙重壓縮的結果，工

會基礎都節節衰退。即使有全國和地方總工會運動的政治成功，也無法阻

止組織的慢性失血。如果只計算產業工會， 2011 年台灣工會組織率降至 

7% ，以這樣的比例來看，若說工會的會員資格變成是相對富有勞工的獨

占特權，也沒有說錯，因為有工會保障的往往是國營事業或是大型民營企

業的員工。從公司層級團體協約的低度發展，可以看出組織力量的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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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11 年，全國僅有 98 份團體協約，14 意味台灣工會不僅在規模上縮

水，且無力捍衛成員權利。

此外，產總工會一方面在萎縮，全產總要取得這些會員工會的支持，

也顯得困難重重。在 2000 年創會當年，全產總宣稱有 28 萬個人會員，15 

但到了 2013 年底，反而減少到 22 萬。16 為何全產總合法化後，組織基盤

反而更形縮小？首先，在美國的工會發展史中，抗爭起家的 CIO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工會，比承襲職業工會傳統的 AFL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工會，更容易出現派系鬥爭 (Zeitlin and Stepan-Norris 

1992: 257-259) 。從成立以來，全產總的派系化傾軋就是長期以來的問題。

造成派系衝突的因素包括政黨認同、路線爭議，甚至非常瑣碎的領導者風

格，導致許多工會會員選擇離開。其次，對體制內策略的不滿也導致 2007 

14 勞動部的勞動統計（http://goo.gl/ciSvrn，取用日期：2014年 3月 4日）。
15 《全產總工訊》 1（2001年 1月）：3。
16 訪談全產總前副秘書長黃吉伶，2013年 11月 28日。

表 1　台灣的產業工會（1987-2011年）

年度 產業工會家數 產業工會會員人數 工會組織率 (%)

1987 1,160 703,526 n/a

1990 1,354 699,372 31.3

1993 1,271 651,086 28.5

1996 1,190 587,559 23.6

1999 1,175 613,963 22.5

2002 1,112 562,234 20.3

2005 1,034 619,067 19.7

2007 982 573,161 17.4

2011 889 529,685 7

資源來源： 筆者整理自勞委會的勞動統計（http://statdb.cla.gov.tw/statis/jspProxy.aspx?sys=21
0&kind=21&type=1&funid=q050112&rdm=BIlkKpi9，取用日期：2013 年 11 月 24
日）。

說明： 從 2011 年開始，原先的「產業工會」正名為「企業工會」，新制的「產業工會」是指
同一產業內的勞工組織，無論是否在同一家公司任職。這項法律變革帶來的結果，使得
產業工會與企業工會出現一些重疊現象，在官方統計上並不容易看清楚。為了行文與分
析的簡便，筆者仍只呈現舊制的「產業工會」，並且取 2011年為最後一年的觀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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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波的出走潮。最後，全產總組織上的脆弱有一部分原因來自過度依賴

國營事業工會。如前所述， 1989 年至 1992 年的鎮壓，消滅民營企業裡較

有戰鬥力的工會。在全產總的籌備階段，許多民營企業工會領袖對於由資

源豐富的國營事業工會主導，就已有所疑慮，這種擔憂最後成真， 2000 年

至 2013 年間的五位理事長都來自國營事業。因此，全產總有時被戲稱為國

營事業或是前國營事業工會的俱樂部。全產總的幹部坦承，國營事業勞工

和民營企業勞工之間缺乏相互了解，民營企業勞工經常遇到的勞資糾紛，

對鐵飯碗的公營事業勞工來說是難以想像的。17

隨著全產總體制內策略路線的鞏固，台灣勞工運動走向一個日趨狹隘

的基礎。確實，許多全產總得到的政策利益，都適用於所有勞工階級的工

會會員，在勞工或其他抗爭中，全產總也偶爾能締造團結，但還是很難避

免注重國營事業勞工甚於弱勢勞工權益的刻板印象。全產總在 2000 年 5 月

到 2013 年 5 月的抗爭行動，從例行的記者會到大型示威遊行、抗爭議題的

分布都呈現這樣的傾向。在 209 場全產總主辦或協辦的活動中，只與國營

事業或前國營事業勞工有關的就有 71 場，其中反民營化抗爭最常出現。18

全產總「談判桌的策略」飽受批評，甚至被認為是台灣勞工運動逐漸

衰敗的主要原因（陳政亮 2006），因此體制外的抗爭路線始終持續，未曾

中斷。

七、體制外策略的延續

體制內策略是奠基在工會的組織基礎上，如此一來，沒有工會會員資

格的勞工遇到問題，只能透過體制外的途徑來表達。即使在全產總合法化

之前，關廠勞工藉由一系列衝擊性高的抗爭手段，讓社會公眾看見他們的

苦情。在 2004 年勞退新制之前，台灣勞工必須在單一雇主連續工作 25 年

才能享有退休金，但由於許多雇主資遣資深勞工以逃避支付退休金，嚴

17 《全產總工訊》 34（2010年 3月）： 24。
18 全產總的活動資訊來源（http://goo.gl/hspFHw，取用日期：2013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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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規定反而剝奪許多勞工老年生計的來源。九○年代，因資金與生產

線外流導致工廠倒閉潮，無法獲得退休金的勞工暴增，使上述的問題更加

棘手。此外，許多雇主在將資本轉移到海外生產地時，往往無預警關廠，

使勞工突然面臨立即失業，卻領不到資遣費、退休金或是被積欠數個月工

資。這些勞工多半集中在紡織、成衣之類的勞力密集產業，而且在資方突

然關廠之前，沒有任何工會組織。

為了保有自己的法定權益，這些關廠勞工不得不採取破壞性的抗爭，

例如強行占領廢棄工廠，阻止土地產權、機器和產品被變賣，因為這些可

能是前雇主唯一可以補償他們損失的資產。甚至，關廠失業勞工也曾使用

汽油彈阻止一筆土地買賣。在 1996 年至 1998 年，關廠勞工以擋火車、試

圖阻擋高速公路的交通、鬧機場等劇碼來進行抗爭。曾茂興是這群關廠勞

工的領袖，他在 2000 年時以公共危險罪被判刑入獄，三個月後被總統特赦

（何明修 2008）。事後看來，這些抵抗行為，有助於就業保險、大量解雇

保護措施和勞退新制的法制化。

1989 年開始合法引入的外籍勞工，構成另一群邊緣化的勞工群體。截

至 2013 年為止，台灣有將近 49 萬名外籍移工，只比參加產業工會的本國

勞工人數少一點。理論上，外籍移工可以加入既有的工會組織，根據 2010 

年所修訂的〈工會法〉，也能夠成為新工會的發起人。然而，先不論本國

勞工和工會對他們的歧視，外籍移工處於非常弱勢的處境，幾乎不可能藉

由工會來保護他們權益。

外籍移工的權益往往是由本國 NGO 所發起的「代理人運動」，有時是

外籍勞工本身發動的抗爭事件。 1999 年成立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即是由

資深的工運成員組成，在提升民眾關注上起了很大作用，近幾年也曾帶頭

倡議家務勞工立法（顧玉玲 2009）。 2005 年 8 月，上百位參與高雄捷運

建設的泰籍勞工，反抗保全和警察，爆發長達 17 小時的暴動。這個事件顯

示，對於許多外籍移工所受到的非人道處境，甚至高層官員也涉入其中。

兼差打工的學生、家庭主婦或失業者，實際上完全不可能組織工會。

根據官方的基本工資規定，在 1997 年和 2007 年間，他們的時薪凍結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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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5,840 元新台幣，或是每小時 65 元新台幣。如何解釋在這物價、房價

飆漲的十年中，基本工資卻呈現停滯現象？近年來的產業結構變遷，使得

較有可能只領基本工資的「非典型勞工」數量成長。截至 2010 年，官方統

計顯示兼職勞工、臨時勞工和派遣勞工占全國勞動力的 8.8% (Hsiao 2013: 

378) 。一位全產總幹部認為，在 2000 年代初期，低薪化還不是急迫的問

題，所以全產總並沒有特別關注。儘管如此，這並不能完全解釋工會領袖

對此議題的忽視。比較可能的原因是那些領取基本薪資的勞工（兼職勞工

和外籍勞工）不是全產總的會員，所以工會領袖自然比較不關心他們的權

利。

2005 年，一群學運分子成立青年勞動九五聯盟，要求時薪提高到 95 

元，這一群運動者並不採取傳統的工會組織路線，而是利用各式各樣戲劇

性抗爭，引起公眾對低薪勞工的關注。為了避免中小企業雇主反彈，他們

刻意針對大型公司。例如，他們在麥當勞發動抗議，凸顯一小時的時薪無

法買到一個大麥克的事實（陳政亮等 2007: 166-167）。 2007 年，勞委會

宣布每月最低薪資調高到 17,280 元新台幣，或是每小時 95 元新台幣，大

幅成長 9.1% 。隨後勞委會主委公開承認，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的創新抗爭手

法促成工資的提高。19

關廠勞工、外籍勞工和兼職勞工的抗爭運動，都不是以傳統工會模式

進行。國際勞協和青年勞動九五聯盟，都不是服務特定類型勞工的組織，

而是採取社會運動策略的倡議型團體。就某些方面而言，重返體制外策略

和晚近的美國勞工運動之復甦十分接近，都是在既有的工會管道之外，

採取新的抗爭與組織方式 (Fantasia and Voss 2004: 128-129; Milkman and 

Wong 2001: 102-103) 。

近些年，尤其在 2010 年〈工會法〉修正之後，台灣出現新一波的工

會籌組風潮。以往被剝奪組織權的勞工（如學校老師），或是過去無法在

廠場層次籌組工會的勞工，都獲得加入工會的機會。社工人員 20、幼教人

19 《全產總工訊》 27（2008年 1月）：15。
20 《勞動者》 147（2010年 1月）：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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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21、護理師 22、高科技勞工 23、大學教師（高教工會）、大學助理紛紛成

立新的工會（台大工會），也獲得官方的認定。儘管有這些新的努力，這

些工會的會員人數仍有待擴展，而且雇主也不願意與其進行集體協商。如

此一來，這些新工會比較像針對特定從業人員的社會運動組織，而不是真

正的工會。不讓人意外的是，這些勞工議題對全產總而言，仍是相當的邊

緣化。台灣和日本、南韓的情形類似，社會運動型工會通常是「在工運的

『邊緣』進行」 (Suzuki 2012: 20, 26) 。

工會以會員權益為首要考慮，在民主化後的台灣獲得某種程度的「局

內人」地位，這樣的定位，必然與社會運動策略水火不容嗎？是否已經建

制化的全國性總工會只能關注既有的會員權益，以至於無法動用資源，協

助更多勞工加入或籌組工會？誠然，體制內和體制外策略即便不是互相衝

突，也是相互競爭的，而且，體制外策略的重新復甦，也意味體制內策略

的失敗。儘管如此，過去的經驗顯示兩種關於勞工運動的定位，仍有並肩

合作的機會。 2000 年代初期，關廠勞工的激烈抗爭，使全產總的領袖注意

到大量資遣的議題。如同前面所述，〈就業保險法〉及〈大量解雇勞工保

護法〉的通過，都是全產總最初幾年的成就。在 2001 年，全產總和會員工

會投入大量資源，支持無黨籍的曾茂興參選立法委員。24 2007 年基本工資

終於打破十年的凍結，全產總之後每年都動員所屬工會向政府施壓，爭取

應有的基本工資調幅。前面提到，台灣工會組織的弱化阻礙以公司層級為

單位的集體協商。因此，全產總要求提高基本工資的年度抗爭，就成為唯

一的全國性工資集體協商。

儘管如此，認為全產總過於溫和的批判仍不斷出現。在全產總內部，

關於策略選擇的爭辯往往和派系鬥爭、黨派認同，以及純粹的私人恩怨等

交錯。 2007 年有一波出走潮，有些異議工會退出全產總，另組團結工聯。

團結工聯是由台北市、新竹縣、台南縣和高雄縣產業總工會組成，另外，

21 《勞動者》 154（2012年 5月）：50-54。
22 《勞動者》 165（2012年 5月）：8-11。
23 《全產總工訊》 48（2013年 11月）：6-15。
24 《全產總工訊》 2（2011年 1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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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 2005 年成立、但沒有加入全產總的桃園縣產業總工會（後來改名為

桃市產總）。由於大多數民營企業的工會都集中在全產總的地方產總，他

們的退出或多或少意味民營企業工會和國營事業工會的分裂，後者又更鞏

固其在全產總的領導地位，儘管全產總宣稱代表所有勞工階級，此一分裂

已經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

團結工聯成立初期以社會運動型工會的姿態，批評全產總過度依賴

民進黨政府給予的決策管道。為了維持社會運動的志向，團結工聯決定不

走向建制化，因此沒有常設的祕書處。為了不重蹈全產總的覆轍，團結工

聯也不打算向政府登記立案，成為官方認可的另一個全國性總工會。25 在 

2008 年至 2009 年，團結工聯將重心放在勞工保險的老年給付立法上，這

是全產總一開始並不太關心的議題。最後，團結工聯積極的作為，使得修

法結果有利於參與勞保的勞工階級。26 基本上，團結工聯和全產總也有共同

關心的議題，但是雙方採取的手段不同。比方說，為了抗議工會法的官方

版修正案內容，全產總試著與勞委會官員協商，但團結工聯則選在 2009 年 

12 月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前發動抗爭，五名參與者在丟擲動物糞便後遭到逮

捕（張迪皓 2011: 121）。

在最近幾年，關廠勞工運動捲土重來。 2012 年初，團結工聯的成員為

關廠勞工進行一系列突襲性抗爭，像是臥鐵軌、丟雞蛋和向政府高層官員

丟鞋子。 2013 年 11 月，兩名團結工聯的幹部被判刑入獄。27 如此激進的

抗爭劇碼讓人彷彿回到九○年代末期，然而，在此有一個關鍵的差異，因

為最早的關廠勞工抗爭鮮少獲得學生運動的支持。 2008 年國民黨重新執政

後，學生運動也再度湧現 (Ho 2014b) ，並與這一涉的勞工抗爭產生匯流。

新世代行動者的加入，也是美國工運晚近復甦的原因之一 (Ganz et al. 2004; 

Issac and Christiansen 2002; Voss and Sherman 2000) ；台灣近年來的若干重

25 訪談中華電信工會理事長朱傳炳，2014年 1月 6日。
26  訪談桃園產業總工會秘書杜光宇（任期為 2005-2010年），2013年 12月 6日。關於勞保

老年給付額度，工運團體內部出現了分歧。勞陣對大幅調升勞保的老年給付有所保留，擔
心會使剛施行的國民年金面臨財政危機。詳見《勞動者》 149（2008年 6月）：3-4。

27 《勞動者》 174（2013年 12月）：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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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勞工抗爭（例如華隆罷工、關廠工人擋火車等），都可以看到諸多運動

新血加入。

團結工聯的興起與全產總體制內路徑有較勁的意味，但幾年下來，似

乎激勵全產總採取更積極的姿態。隨著國民黨重新執政，全產總發覺他們

越來越難在官方所賦予的管道產生政治影響力，必須採取更強勢的作法。

民進黨執政期間，全產總只有動員過兩次的五一遊行（2001 年和 2005

年），但馬英九就任總統之後，全產總自 2009 年起每年都舉辦五一遊行。

此外，在 2009 年 4 月到 2013 年 5 月期間，全產總和團結工聯共同主辦 16 

場抗爭活動，28 這些證明兩種工運策略並不是完全無法合作。

2016 年台灣出現第三次政黨輪替，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再度執政。在

第一次民進黨政府時期，由於朝小野大的政治格局，執政者勢必要對勞工

運動有所讓步，這或多或少解釋三方協商制度的浮現，儘管後來證明作用

相當有限。相對於此， 2016 年民進黨政府上台後短短幾個月，我們看到勞

工運動一再獲得重大成果，包括華航空服員罷工成功（2016年 6月）、國

道收費員獲得薪資補償（2016年 8月）、政府推動的工時修正案（即一例

一休）也曾被勞工阻擋等。這些現象似乎指出，近來的勞工運動有升溫的

趨勢。仔細考察這三件爭議案，包括全產總在內的體制內工會似乎沒有扮

演重要角色，而是由採取抗爭路線的體制外團體所主導。在華航勞資爭議

案中，產業工會是持親公司立場，參與罷工的空服員另外成立新的職業工

會。在立法院發起絕食抗議「一例一休」的團體，則是包括工會、自救會

與學生社團的「2016工鬥」。至於爭議超過兩年多的國道收費員案，與過

往的關廠失業勞工運動類似，採取激進抗爭的形態。換言之，如果以 2000 

年與 2016 年來比較，前一次勞工運動的進展主要來自政治機會的開啟，後

一次則是來自抗爭路線的抬頭，展現出強大的政治力量。理所當然，體制

外的勞工運動是否能延續，甚至帶動既有的工會路線調整，仍是有待觀察

的議題。

28  全產總的活動資訊來源取自官網（http://goo.gl/QfbAbR，取用日期：2013 年 12 月 12
日），團結工聯的資料則是由中華電信工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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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

在過去三十年，台灣勞工運動的軌跡是由兩股相互較勁的勢力所推

動。務實的遊說和協商成為工運領導者的策略選擇，這是因為民主化讓國

會更能夠回應社會要求，民進黨比國民黨更需要社會運動的盟友，最後，

三方協商的決策結構傳達勞工的訴求。若是沒有 1987 年解嚴、 1992 年國

會全面改選、 2000 年政黨輪替，就不會開啟這些體制內的機會。從這一

點來說，台灣勞工階級不僅對民主化貢獻良多，也是民主化的受惠者。但

是，即使是體制內策略的死忠支持者，也不會因此沾沾自喜，畢竟這種策

略在政策上的獲利往往低於預期。勞工運動越來越適應體制內的角色，卻

忽略更多基層勞工的處境。

台灣的經驗顯示，社會運動和工會都試圖在勞工運動的屋簷下求發

展。雙方既衝突又合作，反映出台灣勞工階級之間理念和組織的差異。本

文主要分析過去這段發展，然而在接下來幾年的辯論當中，體制內和體制

外的競合是否可以振興台灣勞工運動，還有待觀察。

最後，一篇回顧台灣勞工運動史的文章到底有何經濟社會學的意涵？

或者，可以這樣提問，三十年來的勞工運動到底如何形塑台灣當今的經濟

體制？除了被動地接受勞動市場上的職缺，勞工的社會組織與政治遊說是

否幫他們爭取到更有保障的經濟待遇？

本文一開頭提到， Polanyi-2 命題（市場力量如何帶來社會災難，引發

各種自我保護運動），是經濟社會學家較少關注的面向。 Claus Offe (1984: 

197) 進一步延伸 Polanyi 的觀點，福利國家體制的出現帶來「去商品化」 

(decommodification) 趨勢，一旦健康、教育、退休保障等成為每位公民

都享有的權益，而不再純粹由供需主導的商品，「契約被地位所取代，而

財產權也由公民權所取代」。因此，我們也可以從台灣勞動市場的管制程

度，作為考察勞工運動的實質影響之一項指標。

從之前的討論可知，勞基法在 1984 年通過並不是源自勞工運動的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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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反地，這項法律反而有助於解嚴後勞工運動的誕生。由於勞基法

涉及工時、加班費、休假、基本工資、退休金等規定，設定勞動力交易的

最低下限，帶來勞工保障的效果。解嚴後的工潮使得原先「看得到、吃不

到」的勞基法在製造業落實實施，九○年代中期的銀行員抗爭，也迫使政

府正式將白領勞工納入勞基法保障。目前，仍有運動團體持續推動教師、

醫護人員、外籍看護工等群體適用勞基法，但是這些努力面臨雇主強力的

反對。勞基法相當程度修正勞動市場，使得勞動力的使用必須在法律所容

許的條件之內，而不純然由買賣雙方自由議價。因此，長期以來雇主團體

經常高喊「廢除勞基法」，或是「外勞與基本工資掛勾」等去管制化的要

求。可以這樣說，台灣的勞工運動帶來局部性的去商品化，隨著勞基法適

用範圍的擴大，避免勞動市場可能產生的最惡劣後果。同樣的道理也適用

於 2003 年通過的〈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雖然勞動力自由買賣的資本主

義原則仍然完好無缺，但是這項規定至少使某些廠場規模以上的勞工得以

協商解僱的條件。

此外，在純粹的「市場社會」下，沒有工作就沒有報酬，這意味退休

者或是失業者得自食其力，如果沒有親朋好友協助，一旦發生急難就只能

坐以待斃。在以往，台灣的勞工運動充實各種社會福利與保險，避免極端

的無助情況。在勞工運動興起之前，勞工只能享有勞保的老年給付，勞基

法所規定的退休金因為需要工作年資滿 25 年（即所謂的勞退舊制），絕大

數人並無法領取。儘管 2005 年新上路的勞退新制採用個人帳戶制，具有濃

厚的新自由主義色彩，畢竟還是使更多勞動者獲得退休保障。 2009 年的勞

保老年給付年金化雖然仍未拉近勞工與公教人員的差異，但是相當程度改

善以往一次性給付所帶來的弊端。同樣地， 2008 年上路的國民年金雖然不

符合勞工運動團體原先的期待，沒有成為真正的基礎年金，只是將被排除

於各種社會保險類別者（主要是家庭主婦）納入，但是至少填補社會安全

網的一大漏洞。

勞工運動體制外的抗爭與體制內的遊說，迫使政府重視失業勞工，大

幅擴張就業媒合與職業訓練服務。 1999 年，勞保局開始提供失業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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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就業保險法〉單獨立法通過。如此一來，失業不再是個別勞工的

私人問題，而是社會需要集體面對的公共議題。

可以這樣說，台灣的勞工運動在一定程度上發揮 Polanyi 所謂「社

會自我保護」的作用，讓勞工階級避免最惡劣的市場專制 (the tyranny of 

market) 。當然，目前的勞動保護與社會政策仍不盡理想，反映出勞工運動

在台灣的局限性。人們很容易以反事實  (counterfactual) 的推估，來思考這

樣的情況：如果台灣的勞工抗爭再強勢一些，產業工會組織更廣泛，個別

勞工更有勞動意識，那麼我們的基本工資早就大幅調升，勞工的退休待遇

不會遠遠落後公教人員，也不會出現許多惡名昭彰的「爆肝」行業。

放眼更加嚴峻的未來，加劇的全球競爭帶來各國勞動條件向下競流 

(race to the bottom) 的趨勢，非典型工作形態的成長等於淘空各種勞動保護

的法律制度，網路社會所帶來的「隨選經濟」 (on-demand economy) 使得

勞動者與非勞動者的身分日益模糊化。未來，台灣的勞工運動是否能承襲

以往的使命，提供「社會的自我保護」？這個問題不僅嚴格考驗運動領導

者，也是經濟社會學者應該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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